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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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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类型和创业环境都与成熟市场经济

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体系中呈现“强政府、弱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 研究中

国的区域创业差距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目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背景。 文章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和金融市场的

特殊性是否会对中国区域创业产生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影响? 文章在研究框架上对流行的创业折衷

框架进行修正,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非税负担变量和宏观流动性约束变量,建立省际面

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程

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

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中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

可获得性的增强对中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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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的产生和演进过程都有许

多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 “强政府”和金融市场化不完善是中国创业环境不同于西方成

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两个突出表现,研究政府行为、金融环境对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对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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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和协调各地区的创业差距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

相应的参考依据。 对提升产业结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和谐稳定也

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一)政府行为对区域创业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1. 政府进入管制和经济介入方面

大量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较强的进入管制和政府干预阻碍了新企业的产生[1-6] ,同时基于国家、
产业、地区和公司层面的大量实证文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7-9] 。 本文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对创业行

为可以直接施加的影响,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创业机会的生成;此外,政府的管制

行为也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政策风险。 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提出本文的第

一个研究假说。
H1:政府进入管制程度和政府对经济介入高的地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不活跃。
2. 税费负担方面

对于税收和企业负担方面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税收或企业负担是影响新企业创立的重要因

素[4,10-12] 。 但是,对于税收因素对创业的影响方式方面,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税

收优惠会对创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13-14] 。 另外的学者抱有不同的观点,Georgellis
 

和 Wall 对税收

政策与创业关系的研究发现,破产免税率与创业者数量呈 S 形关系,边际所得税率与创业者数量呈

U 形关系[15] ;张立君基于 120 个城市的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显著为

正,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其利用我国分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却得出了税收优惠对机会

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为正,对生存型创业则显著为正的结论[16] 。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企业在税收之外还面临着如收费等非税负担;这些非税负担相对税收

负担数量较大,且征收的规范性较差[17] ;因此,在考虑我国的创业问题时,必须区分税收和非税负

担。 对于机会型创业者来说,其更看重市场机会,随着各地税收优惠政策的趋同以及税收征管规范

性的提高,各个地区之间的税收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而非税负担由于其不确定性和相对税收的随意

性,在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而生存型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是维持生

计,创业者对经营成本的敏感性较强。 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提出下列研究假说。
H2:税收负担对生存型创业会产生负向影响;机会型创业则更多受到非税负担的影响。
3. 行政方式方面

行政方式方面主要包括政府的效率和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程度。 对于政府效率对创业的影

响,相关研究多认为较高的政府效率会对新企业的创立产生正向促进作用[4,10,18-20] 。
 

对于政府行政规范程度对创业的影响,国内外研究较少且多是关于政府廉洁程度的研究而并

非行政规范程度的研究。 全球创业观察( GEM)的研究发现,政府的廉洁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中对创业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腐败对创业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结合上述研究认为,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会直接提升潜在创业者创业的成本,从而改变潜在

创业者的行为选择;同时,政府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可能会为部分人提供创业机会或者使创业者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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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或获得资源。 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对创业产生何种方向的影响,取决于创业者从政府行为不规

范中获得的资源或创业机会和因此付出的成本的比较。 相对于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行为由于

面对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规范程度差的外部环境,加之本身灵活分散,使得其更容易从政府

的不规范行政中获利;而机会型创业由于具有投入较大,灵活性相对于生存型创业差,更容易受到

关注等特点,政府的行政不规范将极大地提升机会型创业的经营风险。 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文章

提出下列研究假说。
H3: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都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H4:政府行政规范程度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会产生方向不同的影响,行政规范程度较低

的地区,生存型创业反而更加活跃,而机会型创业不活跃。
(二)金融约束对区域创业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1. 信贷环境方面

国内外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信贷约束是企业创立、发展和个人选择创业的重要障碍,信贷可获

得性的增加将促进地区创业活动的发展[21-23] 。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尚在建立过程

中,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水平较低,风险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银行信贷资金在

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结合我国融资体系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信贷资金

仍然是我国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资金主要来源,信贷约束和信贷可获得性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应该

较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明显。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的创业活动的特征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的差距,生存

型创业依然在创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者由于其创业规模较小,同时缺少抵押担

保物,因此其很难从银行体系中获得信贷支持,其创业的资金来源多是自我积累、亲友或者是民间

的拆借。 因此,信贷的可获得性对其创业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 程郁、罗丹对中国农村信贷约束

与农民的创业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信贷可获得性对中国农民的创业活动并非产生单调的正向

影响[24] 。
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5: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的提高会对机会型创业产生正向影响,而生存型创业对信贷资金可获

得性的敏感度较差。
2. 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

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普遍表明,流动性

约束的存在是阻碍创业的重要因素[25-28] 。
国内外学者对流动性约束的研究多集中在微观流动性约束和个体职业选择模型角度,但是本

文的研究是基于省级数据,现有的个体职业选择模型无法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因此本文借鉴微观流

动性约束的研究思路,将宏观流动性约束引入模型。
当社会宏观流动性约束宽松时,资金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大量的资金去

追逐相对有限的机会,创业者即使其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融资,也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此
外,当流动性宽松的时候,经济体系内货币增加,经济呈现繁荣状态,创业者也更容易寻找到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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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结合上述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6:当社会宏观流动性约束宽松时,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都更加活跃。

二、变量选择、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一)变量选择

1. 政府行为相关解释变量的确定

(1)政府介入和进入管制。 对政府的管制程度的全面量化衡量在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方面比

较困难,国内外文献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部分国外文献通过设计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

的指标来反映政府管制[29-30] ,部分文献采用对新建企业注册资本的要求或新建企业的相关花费作

为相应的代理变量[2,5] 。 由于我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要远强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内文献中

则多倾向于采用国有化比例作为政府管制和政府介入的衡量指标[31-32] 。 由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相

关指标无法反映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直接介入,同时考虑到我国劳动力统计数据的局限,文章在衡量

政府介入和政府管制时,参考国内相关文献的方法采用“国有化比例” (即国有单位职工数 / 在岗职

工数)作为衡量政府介入和政府管制的代理变量。
(2)政府效率。 对于政府效率的衡量,现有文献中主要采用两种衡量方式:一是基于微观数据,

利用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数量或者是完成相应的行政审批所花费的时间或金钱作为相应的代理变

量[2,10,30] ,但是这些指标的构建必须基于微观调研数据或者是考察对象内部差异不大的情况,而本

文的分析是基于省际宏观数据的分析,在数据来源和考察对象方面均无法满足这些指标的构建条

件;二是运用宏观数据构建相应的效率指标[16,19] 。 政府的效率可以通过维持自身运转的支出与所

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对比来构建相应的效率指标。
在政府维持自身运转的支出方面,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无法取得 2006—2008 年的国家、政党

和社会团体支出的数据。 鉴于由于税收收入的法定性和我国当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一项主要用途

就是用于满足行政单位(包括编外人员)的相关支出的特点,本文假定各地区之行政事业性收费中

用于满足人员支出的比率大致相同,故对相应的支出采用行政事业性收费替代,这种替代虽然在绝

对数值上存在偏差,但是仍然可以反映地区之间相对差异的信息;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由于

无法衡量公共物品具体数量,在假设公共物品同质的前提下,采用受益人数(人口数)作为公共物品

的替代。 因此文章采用“行政事业性收费 / 人口”作为政府效率的替代,这些替代是在数据约束情况

下满足本文的分析目标的次优选择。
(3)政府行政规范度。 对该指标的衡量,是本文的一个创新,该指标的构建并不等同于国外相

关研究中考虑的腐败问题。 该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更侧重于衡量和评价相应制度的不完善和政

府作为的不规范,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实践中可能较少存在,但在我国是一个比较严重

和普遍的问题。 国内文献没有相关的指标构建,国外文献类似指标的构建主要是世界银行和全球

创业观察对腐败行为的评价,指标选取如娱乐和旅行开支 / 销售等这些指标均是基于微观数据,且
反映的多数是对政治家的贿赂和收买,无法反映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政行为整体层面上的不规范。

鉴于目前我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呈现数量巨大、征收和管理不规范、运用不透明的特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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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作为行政规范程度的考察方面,同时结合目前“费改税”改革的特定背景,因此可以将税收收入

作为对比的参照系。 因此文章选择“行政事业性收费 / 税收收入”这一指标作为政府行政规范程度

的代理变量。
(4)税收和非税负担方面。 对于税收负担,本文借鉴国内外利用宏观数据研究的通行做法,采

用宏观税负①指标作为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由于非税负担的不确定性和征收的随意性,无法获得

非税负担的准确统计数据。 鉴于非税负担中费用负担所占比重较大,在假定费用负担在非税负担

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固定的前提下,选择费用作为非税负担的衡量。 因此引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 工
业企业数”作为非税负担的衡量指标。

2. 金融约束相关解释变量的确定

(1)信贷约束方面,现有文献的变量选择主要体现为两种思路:一是基于借款者约束方面的变

量选择,如借款者收入水平、借款者所拥有的抵押品方面;二是基于贷款者的角度,现有文献中有选

择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中小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占的市场份额等变量[23] 。
本文的研究由于是基于省际宏观数据进行的,故无法对分散的借款者的抵押品状况进行衡量

和测度,故本文借鉴了第二种研究思路,即基于贷款者的角度。 由于该部分的研究假说是基于信贷

可获得性提出的,所以本文相应的代理变量需要基于信贷角度,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

择企业平均贷款获得数作为信贷约束的代理变量,变量计算方式为年末贷款余额 / 工业企业数。
(2)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现有文献中用于衡量宏观流动性的指标通常选择货币投放量(如

M0,M1,M2)等。 本文的研究关注的是宏观流动性约束,更多的是一个相对的紧张或者是宽松的概

念。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需求等原因,每年的货币需求量都会发生一定的自

然增长,所以单纯选择数量型的指标无法衡量研究时点宏观流动性的宽松或是紧张。 本文从货币

政策宏观调控角度入手构建该变量。 考虑到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特征②,本文选择货币的净投放

量作为衡量宏观流动性约束的代理变量。 当央行进行货币净投放的时候,则此时市场上处于流动

性紧张状态;反之,当央行进行货币净回笼的时候,则市场上流动性处于宽松状态。
3. 控制变量的选择

除政府行为和金融环境差异以外,还有许多因素同样会对区域创业差距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相

应的影响,如地区市场容量差异、区域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对外经济联系等[33] 。
参考前人的研究,本文选择了人均 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失业率,外贸依存度,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分别作为市场容量、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对外经济联系和通货膨胀等指

标的代理变量。 变量选择与具体计算方式如表 1 所示。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文章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会

分别计算整体的标准差和组内、组间标准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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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宏观税负=税收收入 / GDP。
一般来说,当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时候,央行会采取紧缩政策回收货币,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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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选择和计算方法③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代理变量 计算方法

研究变量

政府介入和进入管制 国有化比例 国有单位职工数 / 在岗职工数

行政效率 人均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 人口

政府行为规范程度 费税比 行政事业性收费 / 税收收入

非税负担 企业收费负担 行政事业性收费 / 工业企业数

税收负担 宏观税负 税收 / GDP
信贷环境 企业平均贷款数量 年末贷款余额 / 工业企业数

宏观流动性 货币净投放量 货币净投放量

控制变量

市场容量

产业结构

失业率

对外开放情况

通货膨胀④

人均 GDP 人均 GDP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 / GDP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 / GDP
城市登记失业率⑤ 城镇登记失业率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 / GDP
通货膨胀率 CPI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政府管制和直接介入

整体 0. 667 0. 135

组间 0. 124

组内 0. 057

通货膨胀

整体 1. 043 0. 050

组间 0. 014

组内 0. 048

行政规范程度

税收负担

整体 0. 091 0. 052

组间 0. 042

组内 0. 031

整体 0. 059 0. 022

组间 0. 021

组内 0. 006

人均 GDP

整体 13
 

166. 27 10
 

333. 8

组间 8
 

893. 719

组内 5
 

474. 056

非税负担

整体 168. 243 142. 443

组间 119. 981

组内 79. 429

第二产业

占比

整体 0. 219 0. 093

组间 0. 09

组内 0. 029

企业费用负担

整体 26
 

661. 53 15
 

609. 12
组间 13

 

482. 53
组内 8

 

191. 281

第三产业

占比

整体 0. 322 0. 085
组间 0. 082
组内 0. 028

贷款可获得性

整体 0. 948 0. 490
组间 0. 408
组内 0. 280

失业率

整体 3. 728 0. 735
组间 0. 618
组内 0. 411

宏观流动性约束

整体 64. 628 254. 547
组间 239. 193
组内 96. 060

对外贸易

依存度

整体 0. 041 0. 054
组间 0. 053
组内 0. 014

22

③
④
⑤

本文变量计算过程中所有涉及货币的变量,均已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
CPI 指标均换算为 1998 年末为基期的定基数据。
西藏自治区该指标部分年度没有数据,本文采用平均数法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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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6 年,我国各省市国有化比例平均为

66. 7%,说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直接介入比较强;行政规范程度变量均值为 9. 1%,非税收入占税

收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各地市的宏观税负平均为 5. 9%,人均费用负担为 168. 24 元,样本地区企业

平均费用负担为 26
 

661. 53 元。
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对变量进行初步分析,我们对机会型创业指数( COEA)和生存型创业指数( CSEA)分别计

算面板数据相关系数⑥,面板数据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对 COEA 指数计算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COEA 1. 000
 

0

2. 政 府 管 制 和 经 济
介入 -0. 502

 

5∗∗∗ 1. 000
 

0

3. 行政规范程度 -0. 304
 

5∗∗∗ 0. 112
 

8∗ 1. 000
 

0

4. 行政效率 0. 229
 

9∗∗∗ -0. 003
 

9 0. 009
 

6 1. 000
 

0

5. 企业费用负担 -0. 322
 

1∗∗∗ 0. 163
 

5∗∗∗ 0. 856
 

5∗∗∗ 0. 019
 

7 1. 000
 

0

6. 信贷环境 0. 246
 

8∗∗∗ 0. 037
 

5 -0. 042
 

4 0. 296
 

6∗∗∗ -0. 142
 

3∗∗ 1. 000
 

0

7. 通货膨胀 0. 145
 

3∗∗ -0. 296
 

7∗∗ 0. 248
 

3∗∗∗ 0. 380
 

5∗∗∗ 0. 136
 

9∗∗ 0. 274
 

3∗∗ 1. 000
 

0

8. 人均 GDP 0. 717
 

5∗∗∗ -0. 733
 

0∗∗∗-0. 235
 

4∗∗∗ 0. 391
 

6∗∗∗ 0. 227
 

0∗∗∗ 0. 234
 

7∗∗∗ 0. 391
 

7∗∗ 1. 000
 

0

9. 宏观流动性 0. 219
 

0∗∗∗ -0. 367
 

7∗∗∗-0. 338
 

8∗∗∗ 0. 198
 

4∗∗∗ -0. 280
 

9∗∗∗ -0. 143
 

3∗∗ 0. 374
 

6∗∗∗ 0. 026
 

0 1. 000
 

0

10. 第 二 产 业 产 值
占比 0. 454

 

5∗∗∗ -0. 649
 

1∗∗∗-0. 390
 

1∗∗∗ -0. 134
 

0∗∗ -0. 351
 

0∗∗∗-0. 305
 

0∗∗∗ -0. 168
 

3∗∗ 0. 558
 

2∗∗∗ 0. 354
 

9∗∗∗ 1. 000
 

0

11.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占比 0. 621

 

2∗∗∗ -0. 299
 

6∗∗∗-0. 383
 

8∗∗∗ 0. 042
 

8 -0. 355
 

9∗∗∗ 0. 214
 

7∗∗∗ -0. 180
 

7∗∗∗ 0. 548
 

9∗∗∗ 0. 065
 

8 0. 445
 

9∗∗∗ 1. 000
 

0

12.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217
 

3∗∗∗ 0. 201
 

0∗∗∗ 0. 200
 

2∗∗∗ -0. 123
 

6∗∗ 0. 181
 

5∗∗∗ -0. 210
 

4∗∗∗-0. 276
 

4∗∗∗-0. 285
 

0∗∗∗ -0. 083
 

8 -0. 091
 

7 -0. 248
 

8∗∗∗ 1. 000
 

0

13. 对外经济联系 0. 687
 

4∗∗∗ -0. 571
 

4∗∗∗-0. 469
 

2∗∗∗ -0. 086
 

2 -0. 414
 

7∗∗∗ -0. 026
 

8 -0. 123
 

9∗∗ 0. 635
 

7∗∗∗ 0. 470
 

2∗∗∗ 0. 677
 

3∗∗∗ 0. 727
 

1∗∗∗ -0. 308
 

9∗∗∗ 1. 000
 

0

　 　 注:∗∗∗代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代表 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代表 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4　 对 CSEA 指数计算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CSEA 1. 000
 

0

2. 政 府 管 制 和 经 济
介入 -0. 198

 

1∗∗∗ 1. 000
 

0

3. 行政规范程度 0. 024
 

3 0. 112
 

8∗ 1. 000
 

0

4. 行政效率 0. 236
 

7∗∗∗ -0. 483
 

5∗∗∗-0. 461
 

6∗∗∗ 1. 000
 

0

5. 企业费用负担 0. 326
 

8∗∗∗ -0. 296
 

7∗∗∗ 0. 248
 

3∗∗∗ 0. 112
 

7∗ 1. 000
 

0

6. 信贷环境 0. 287
 

1∗∗∗ -0. 003
 

9 0. 009
 

6 0. 191
 

7∗∗∗ 0. 380
 

5∗∗∗ 1. 000
 

0

7. 通货膨胀 0. 217
 

7∗∗∗ 0. 037
 

5 -0. 042
 

4 0. 375
 

5∗∗∗ 0. 274
 

3∗∗∗ 0. 296
 

6∗∗∗ 1. 000
 

0

8. 人均 GDP 0. 256
 

2∗∗∗ -0. 733
 

0∗∗∗-0. 235
 

4∗∗∗ 0. 762
 

9∗∗∗ 0. 391
 

7∗∗∗ 0. 391
 

6∗∗∗ 0. 234
 

7∗∗∗ 1. 000
 

0

9. 宏观流动性 0. 076
 

1 -0. 367
 

7∗∗∗-0. 338
 

8∗∗∗ 0. 252
 

9∗∗∗ 0. 026
 

0 0. 198
 

4∗∗∗ -0. 143
 

3∗∗ 0. 374
 

6∗∗∗ 1. 000
 

0

10. 第 二 产 业 产 值
占比

-0. 060
 

1 -0. 649
 

1∗∗∗ -0. 390
 

1 0. 390
 

3∗∗∗ -0. 168
 

3∗∗∗ -0. 134
 

0∗∗ -0. 305
 

0∗∗∗ 0. 558
 

2∗∗∗ 0. 354
 

9∗∗∗ 1. 000
 

0

11.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占比 0. 101

 

5∗ -0. 299
 

6∗∗∗-0. 383
 

8∗∗∗ 0. 700
 

7∗∗∗ -0. 180
 

7∗∗∗ 0. 042
 

8 0. 214
 

7∗∗∗ 0. 548
 

9∗∗∗ 0. 065
 

8 0. 445
 

9 1. 000
 

0

12.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209
 

3∗∗∗ 0. 201
 

0∗∗∗ 0. 2002∗∗∗ -0. 285
 

7∗∗∗-0. 276
 

4∗∗∗ -0. 123
 

6∗∗ -0. 210
 

4∗∗∗-0. 285
 

0∗∗∗ -0. 083
 

8 -0. 091
 

7 -0. 248
 

8∗∗∗ 1. 0000

13. 对外经济联系 0. 146
 

2∗∗ -0. 571
 

4∗∗∗-0. 469
 

2∗∗∗ 0. 963
 

5∗∗∗ -0. 123
 

9∗∗ 0. 086
 

2 -0. 026
 

8 0. 635
 

7∗∗∗ 0. 470
 

2∗∗∗ 0. 677
 

3∗∗∗ 0. 727
 

1∗∗∗ -0. 308
 

9∗∗∗ 1. 000
 

0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机会型创业指数与滞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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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面板数据的相关系数通过 STATA 的 Pcorr 命令实现,而非一般相关系数的 Cor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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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政府管制与经济介入代理变量、行政规范程度代理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与滞后一期的企业费

用负担代理变量、信贷可获得性代理变量、宏观流动性代理变量、行政效率代理变量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生存型创业指数与滞后一期的政府管制与直接介入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其他变量均

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 同时选择了我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 2000—2016 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的设定形式如下:
COEAit = c+αit-1GOVit-1 +βit-1Finit-1 +δit-1Control it-1 +εit-1

CSEAit =w+ϕit-1GOVit-1 +ηit-1Finit-1 +φit-1Control it-1 +υit-1

Govi t 代表了衡量政府行为的一组变量,包括政府管制和直接经济介入、行政效率、政府行为规

范程度、税收负担和企业费用负担等变量;Fini t 代表了衡量金融环境的一组变量,包括信贷可获得

性和货币政策方向等;Control i t 代表了一组控制变量,包括通货膨胀水平、市场水平、产业结构、劳动

力市场状况和对外开放水平等。
本文的研究数据和样本得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6、《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6、国泰

安经济金融数据库分省统计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等。
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基于考察的假设,构建系列模型并对各

个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 Hausman 检验的检验统计量如下式所示:
H= ( β̂FE -β̂RE) ′[Avar( β̂FE) -Avar( β̂RE)] -1( β̂FE -β̂RE)

其中, β̂FE 代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矩阵, β̂RE 代表随机效应的模型的估计系数矩阵,该统

计量依分布收敛于 K 个自由度的卡方分布,K 是固定效应估计系数矩阵的维度⑦。
通过对各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各模型显著性水平 P 值均小于 0. 05。 因此,我们拒绝了固定

效应和随机效应没有系统性差别的假说,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形式可以表示为:
CSEAit =w+ϕit-1GOVit-1 +ηit-1Finit-1 +φit-1Control it-1 +uit-1 +υit-1

COEAit = c+αit-1GOVit-1 +βit-1Finit-1 +δit-1Control it-1 +μit-1 +εit-1

其中:Govi t 代表了衡量政府行为的一组变量,Fini t 代表了衡量金融环境的一组变量,Control i t

代表了一组控制变量,μit、uit 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i= 1,2,…,31, t = 2001,…,2016。
(二)回归分析及结果讨论

1. 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文章使用省级数据进行回归,考虑到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因此,
回归时必须考虑组间异方差的问题。 为了消除组间异方差造成的相应系数显著性检验失效的情

况,本文在回归中采用组间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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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也可以表述为随机效应估计系数矩阵的维度,两者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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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OEA 指数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政府管制和经济介入
-13. 060

 

35
(-3. 14)∗∗∗

-11. 207
 

15
(-2. 92)∗∗∗

-13. 472
 

22
(-3. 15)∗∗∗

-10. 867
 

58
(-2. 62)∗∗∗

-12. 102
(-2. 93)∗∗∗

-16. 561
 

84
(-3. 80)∗∗∗

企业负担
0. 000

 

08
(3. 72)∗∗∗

0. 000
 

07
(3. 86)∗∗∗

0. 000
 

078
(3. 55)∗∗∗

0. 000
 

044
(3. 16)∗∗∗

0. 000
 

087
(4. 18)∗∗∗

0. 000
 

076
(3. 08)∗∗∗

人均行政管理费用 0. 002
 

797
(-1. 02)

0. 002
 

299
(-0. 83)

0. 015
 

905
(-0. 59)

0. 001
 

906
 

7
(-0. 73)

0. 007
 

704
(2. 83)∗∗∗

行政管理费用 / 税收
-15. 242

 

98
(-2. 13)∗∗

-13. 721
 

21
(-1. 96)∗∗

-12. 799
(-1. 85)∗

-17. 445
 

99
(-2. 50)∗∗∗

-12. 739
 

85
(-1. 69)∗

信贷环境
1. 926

 

846
(3. 11)∗∗∗

2. 257
 

094
(4. 24)∗∗∗

1. 833
 

76
(2. 91)∗∗∗

1. 934
 

9
(3. 13)∗∗∗

1. 949
 

574
(3. 22)∗∗∗

宏观流动性
-0. 002

 

92
(-2. 01)∗∗

-0. 002
 

792
(-2. 03)∗∗

-0. 002
 

25
(-1. 65)∗

-0. 002
 

688
(-1. 87)∗∗

-0. 002
 

92
(-1. 78)∗

通货膨胀
-6. 346

 

386
(-1. 16)

-4. 884
 

647
(2. 68)∗∗∗

-4. 076
 

707
(-0. 74)

-6. 077
 

03
(-1. 08)

人均 GDP 0. 001
 

838
(2. 19)∗∗

0. 002
 

224
(2. 98)∗∗∗

0. 000
 

15
(1. 81)∗∗

0. 000
 

23
(2. 85)∗∗∗

0. 000
 

14
(1. 94)∗∗

0. 000
 

12
(-1. 43)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10. 061

 

97
(-1. 82)∗

-9. 060
 

189
(-1. 77)∗

-11. 964
 

81
(-2. 22)∗∗

-4. 722
 

6
(-0. 91)

-9. 488
 

65
(-1. 73)∗

-8. 260
 

95
(-1. 42)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2. 088

 

85
(-0. 41)

-3. 204
 

431
(-0. 65)

-2. 453
 

751
(-0. 47)

0. 194
 

38
(-0. 04)

-1. 942
 

382
(-0. 36)

-2. 135
 

793
(-0. 43)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010

 

854
 

5
(-0. 31)

0. 068
 

552
(-0. 23)

-0. 182
 

065
 

9
(-0. 52)

-0. 143
 

774
(-0. 97)

0. 044
 

55
(-0. 14)

-0. 209
 

656
 

7
(-0. 58)

对外经济联系 17. 727
 

47
(-0. 61)

20. 037
 

398
(-0. 77)

23. 027
 

44
(-0. 87)

22. 402
 

44
(-0. 84)

10. 042
 

39
(-0. 4)

7. 096
 

44
(-0. 26)

　 　 2. 对回归分析结果的相关讨论

通过上述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的进入管制程度和经济介入程度的提高,对于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均会产生负向

作用,实证分析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说。 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抑制了创业机会的生成并增强了私人

创业者面临的政策风险,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对私人创业会产生“挤出效应”,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到了

与大多数学者相近的结论。
(2)在税费负担方面,通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宏观税负对生存性创业产生了显著的

负向影响,这证明了我们提出的假说。 生存性创业对税收负担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这一点与部分学

者如 Blanchflower、Henrekson 等的研究一致,并没有支持张立君基于 120 个城市的截面数据的实证

结论。 此外,我们发现,企业的费用负担对机会型创业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这与我们提出的假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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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 同时,我们发现,虽然这些系数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但是其经济显著性很弱。 综合认为

以下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是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显性经济负担”更多地由税法

进行明确,而企业用于寻租等的“隐性费用负担”在该指标中无法得以显现,因此产生了费用负担对

创业差距的不显著影响[34-38] ;二是指标的多次近似替代影响了分析的精确性。
表 6　 CSEA 指数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政府管制和经济介入
-92. 781

 

9
(-1. 91)∗∗

-90. 929
 

4
(-1. 87)∗

-68. 080
 

9
(-1. 52)∗

-72. 912
 

5
(-1. 61)∗

-97. 355
 

27
(-2. 68)∗∗∗

宏观税负
-305. 658

 

6
(-1. 2)

-355. 330
 

9
(-1. 41)

-185. 592
 

3
(-0. 76)

-384. 204
 

2
(-1. 63)∗

人均行政管理费用
-0. 014

 

23
(-0. 55)

-0. 010
 

5
(-0. 68)

-0. 041
 

86
(-1. 52)∗

行政管理费用 / 税收
115. 746

 

3
(-2. 84)∗∗∗

117. 415
(2. 14)∗∗∗

100. 464
 

3
(2. 02)∗∗

99. 765
 

21
(2. 02)∗∗

115. 232
 

6
(3. 68)∗∗∗

113. 965
 

2
(2. 17)∗∗

信贷环境
2. 075

 

964
(3. 75)∗∗

-3. 859
 

5
(-0. 89)

-3. 018
 

097
(-0. 61)

-4. 086
 

03
(-0. 98)

宏观流动性
-0. 011

 

92
(-0. 73)

-0. 011
 

39
(-0. 70)

150. 323
 

1
(3. 10)∗∗∗

通货膨胀
127. 482

 

1
(2. 08)∗∗

151. 43
(2. 14)∗∗

104. 337
 

1
(1. 81)∗∗

102. 145
 

2
(-1. 72)

-0. 012
 

7
(-0. 82)

118. 395
 

8
(1. 99)∗∗

人均 GDP 0. 000
 

5
(-0. 76)

0. 000
 

167
 

4
(-0. 26)

-0. 000
 

071
 

4
(-0. 10)

-0. 000
 

123
 

7
(-0. 17)

-0. 000
 

24
(-0. 42)

0. 000
 

5
(-0. 68)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5. 924
 

2
(-0. 09)

-32. 620
 

22
(-0. 52)

-31. 791
 

36
(-0. 49)

-59. 415
 

93
(-0. 85)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2. 139
 

8
(-0. 5)

9. 631
 

261
(-0. 15)

-114. 822
 

7
(-1. 80)∗∗

-113. 859
 

4
(-1. 81)∗∗

-155. 274
(-2. 71)∗∗∗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653

 

79
(1. 91)∗∗

1. 032
 

5
(-0. 25)

-1. 090
 

924
(-0. 3)

-0. 184
 

92
(-0. 55)

1. 478
 

054
(-0. 34)

对外经济联系 210. 172
(-1. 15)

146. 116
 

5
(-0. 81)

187. 687
 

1
(-1)

189. 834
 

5
(-1. 01)

　 　 (3)政府行为的规范程度方面,机会型创业和生存性创业表现出了相反的结论,政府行为的规

范程度对机会型创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却对生存性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个实

证结论与本文的理论假说是一致的,也与 GEM 对腐败行为的研究形成了呼应。 个体企业由于其灵

活性、法规监管弱和多本地创业等特点,其更可能利用政府的不规范行政发现创业的机会、规避相

应的管制或者获得相应的资源。 而对于机会型创业来说,不规范的行政行为则增加了他们所面临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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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行政效率方面,该项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均未表现出显著性,未能验证 Djankov
 

等[2] ,Lundstrom 和 Stevenson[19] ,Van
 

Stel 等[30]等学者的理论,也未能支持部分学者利用企业调研数

据得出的相关结论。 这可能是因为近似替代导致了代理变量的精确性降低。 对该指标的修正将是

本研究进一步改进的一个方向。
(5)信贷环境方面,对于机会型创业,该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加将对地区机

会型创业活动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体系尚在建立过程中,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水平较低,风险投资还处在起步阶

段,银行信贷资金在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

性的增强对我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将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也验证了

Cagetti 等学者的研究结论。
对于生存型创业而言,信贷环境代理变量并未表现出显著性,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因为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规模较小,同时缺少抵押担保物,因此创业者很难从银行

体系中获得信贷支持,其创业的资金来源多是自我积累、亲友或者是民间的拆借,因此信贷的可获

得性并不会影响其创业行为选择。
(6)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无论对于生存型创业指数还是机会型创业指数,其系数均显著为

负⑧,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当宏观流动性约束放松时,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都表现得更

加活跃,这可能是因为当宏观流动性约束宽松时,资金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大
量的资金去追逐相对有限的机会,创业者即使其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方面的融资,也更容易从其他

渠道获得融资;此外,当流动性宽松时,经济体系内货币增加,经济呈现繁荣状态,创业者也更容易

寻找到创业机会。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政府行为方面

政府管制程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 政府对经济的

管制行为抑制了创业机会的生成并增强了私人创业者面临的政策风险,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对私人

创业会产生“挤出效应”。 生存性创业对税收负担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费用负担并未对机会型创业

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会产生方向不同的影响,个
体企业由于其灵活性、法规监管弱和多本地创业等特点,其更有可能从政府的不规范行政中发现创

业的机会。 因此,行政规范程度较低的地区,生存型创业反而更加活跃。
因此,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提升政府行政规范程度。 政府的直接管制和经

济介入将压抑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政府的不规范行政行为也将对创业活动造成负面的影响。 因此,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政府应当适时完成转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等方

面,杜绝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做到规范行政、依法行政,从而为创业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金融环境方面

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我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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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我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产生显著

的促进作用[39-42] ;同时,由于生存型创业者抵押担保物的缺乏,其被排除于银行信贷市场之外,无法

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生存型创业指数并未表现出对信贷的可获得性和信贷约束放松的敏感性。
宏观流动性约束方面,当宏观流动性宽松时,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其创业所需的资金,同时宽松流动

性带来的经济繁荣也将增加创业者的创业机会。 因此,当宏观流动性约束放松时,机会型创业和生

存型创业都表现得更加活跃,生存型创业指数和机会型创业指数都表现出了对宏观流动性约束变

动的敏感性[43-45] 。
鉴于此,应加快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改革的步伐,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领域,加快

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为不同经济性质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

市场环境,从而使创业者可以平等地获得创业的机会,减轻创业者面临的风险,促使潜在创业者选

择创业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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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China 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ypes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ature
 

market
 

economies. The
 

economic
 

system
 

presents
 

a
 

 strong
 

government 
 

weak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not
 

perfect.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gap
 

in
 

China
 

must
 

be
 

based
 

on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China s
 

current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olve
 

the
 

following
 

two
 

problems 
 

1 
 

How
 

do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affect
 

China s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gap 
 

2  
 

Does
 

the
 

particularity
 

of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financial
 

market
 

in
 

China s
 

transitional
 

background
 

affect
 

China s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different
 

from
 

mature
 

market
 

economy 
 

The
 

article
 

corrects
 

the
 

popular
 

entrepreneurial
 

compromise
 

framework
 

i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he
 

government s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egree 
 

non-tax
 

burden
 

variable
 

and
 

macro
 

liquidity
 

constraint
 

variable 
 

establish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model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gaps
 

in
 

China
 

show
 

that 
 

1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will
 

be
 

inhibited
 

for
 

both
 

survival
 

and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2  
 

The
 

credit
 

environment
 

is
 

still
 

not
 

perfect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market. Under
 

the
 

background 
 

bank
 

credit
 

funds
 

still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China s
 

entire
 

corporate
 

financing
 

system. The
 

relaxation
 

of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increase
 

in
 

credit
 

availabilit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 s
 

opportunity-base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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